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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汉末年以后，战乱频繁发生，致使魏晋南北朝时期陷入动乱割据状态，
并不断发生移民运动。汉族移民倾向于从中原奔向周边地区，因此汉族文化也呈现
从长安与洛阳向四周播散的状态；原居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地涌向中原或其
他地区，并带入了异彩纷呈的文化。移民运动推动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丰富了
各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从而使汉族古老的传统文明具有了强劲的新鲜活
力，随着安定统一局面的逐步形成而得到整体升华，成为代表广泛的民族文化的中
华文明。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人口流动／民族迁徙／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中华文明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经历动乱割据而逐步趋向安定统一。这个时期突出的

社会现象就是此起彼伏的移民运动。移民运动如汹涌的波涛冲刷着中华大地，促进
了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社会的飞跃，文明的升华，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
历史发展的主流。 

 
一、呈系列状态的战乱 

 
东汉末年以后，战乱就像间歇性的地震一样，时有发生，时强时弱。特别是在北

方黄河流域，那里的战乱尤为激烈，形成为系列的状态，致使社会长期动荡不安。
在这些系列性战乱中，对中原社会震撼最剧烈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东汉末年系列战乱，始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的黄巾起义。黄巾起
义的主力虽然当年就被汉朝剿灭，但是别部不断复燃，坚持反抗东汉王朝的黑暗统
治，直到初平三年(192年)青州黄巾军被曹操镇压和收编，其势头才骤然减弱。与黄
巾别部相呼应的，有以汉中为据点的五斗米道和以河北为据点的黑山军(《三国志》
卷三《张鲁传》、《张燕传》)。不过，彻底破坏东汉经济基础的是中平六年(189
年)开始历时约四年的董卓及其余部之乱。董卓及其余部之乱的恶果，还在于引发了
席卷中原 

大地的封建军阀混战。封建军阀的混战，以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和袁绍
之间的官渡之战为高潮。官渡之战以后，胜利者曹操又逐个歼灭袁绍余部及其他封
建军阀势力，逐步占有黄河中下游大部分地区，直到建安十二年(2007年)才稳定北
方的局面。东汉未年系列战乱历时20余年，致使中原广袤的良田美畴废为丘墟，社
会陷入民不聊生的凄凉景象，经秦汉帝国垒筑而成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大堤崩溃。 

第二次是西晋末年系列战乱，始于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的八王之乱。八王之
乱是典型的抢夺皇权的宗室内讧战争。由内讧战争引起的内迁各民族纷纷起兵反
晋，史称永嘉之乱。各民族反晋的战乱虽然冠以晋怀帝永嘉年号(307—313年)，其
实经历的时间超过了永嘉年间，肇始于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匈奴刘渊反晋，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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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兴四年(316年)晋愍帝于长安出降刘渊族子刘曜(《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纪
·惠帝永兴元年》、卷八十九《晋纪·愍帝建兴四年》)。西晋末年系列战乱历时约
26年，由于宗室内讧战争与民族战争紧密衔接，各族人民几无喘息之机，因此破坏
尤其剧烈，西晋的统治在战乱中被彻底摧毁。 

秦汉统一封建帝国时期的中原，经过400余年的经营，逐渐形成了以长安一洛阳
为轴心的汉族文化覆盖区。这个汉族文化覆盖区的文明程度相对地高于周边地区，
是当时整个中华文明的代表。东汉以后的长期系列战乱，使长安、洛阳两大文明古
都夷为废墟，汉族文明的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毁。不过，物质文明虽遭严重摧毁，精
神文明却依旧长存。由于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和连绵不断的战乱，引起了大量的汉
族人口的流动和频繁的少数民族的迁徙，形成为一股又一股气势磅礴的移民运动。
伴随着汉族人口的流动，中原的汉族文明散播到了周边地区。与此相应，周边各
地、各族的文明也随着各民族的迁徙而传入中原。 

 
二、汉人从中原奔向周边 

 
汉族人口的流动，倾向于从中原奔向周边地区；与此相应，汉族文化也呈现从长

安与洛阳向四周播散的状态。 
以襄樊(今湖北省襄樊市境)为中心的荆州，统辖八郡，方圆数千里，是较早开发

的盛产鱼米之地。荆州牧刘表带甲十余万人，在任二十年之久，使当地成为汉末封
建军阀混战时期相对安定的区域。刘表还提倡学术，开立学馆，博求儒士，于是荆
州成为中原汉族人士迁徙的首选地区(《后汉书》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传下》)。
官渡之战以后，曾经依附袁绍的刘备率领部众投靠刘表，从建安六年(201年)到建安
十三年(208年)在荆州住了七年(《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赤壁之战以后，
荆州被刘备、曹操和孙权瓜分，此后这里成为控扼南来北往、西上东下的军事要
津，也是汉族人口流动的中转站。晋惠帝太安年间(302—303年)，汇聚在荆州境内
石巖山(在今湖北省安陆县境)的流民，在出身小吏的张昌领导下起义(《晋书》卷一
○○《张昌传》)。这次流民起义历时两年，规模很大，曾经南破武昌，继下长沙、
湘东(今湖南省衡阳市境)、零陵(今湖南省零陵市境)，东进抵达扬州。在起义斗争
的推动下，流民运动也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大片地区。 

长江上游的益州虽然地处偏远，路途艰难，却是中原汉族人士较早迁徙的地区，
先后任益州牧的刘焉、刘璋父子就是外来汉人集团的代表(《三国志》卷三十一《刘
二牧传》)。随后，刘备也由荆州人川，火并刘璋，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辅政期
间，注意搜罗人才，厉行法治，发展生产，将成都平原建成为天府之国。诸葛亮还
曾经营南中，将势力发展到云贵高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造成中原汉族人口流失最多的是西晋末年系列战乱，特别是永嘉之乱。永嘉之乱
以后，中原人口急剧减少，除了战死、病死以外，许多人苟延逃生而成为流民。逃
生的中原士女以南渡江淮者居多，他们大多数迁到江左定居。在江左的肥田沃土
上，中原迁去的人民与当地人民并肩携手，同耕共织，使那里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在汉代司马迁的笔下，长江以南是一幅“地广人稀”、“无积聚而多
贫”的荒凉景象(《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然而南朝的江左，竟出现了
“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的安定富足
局面(《南齐书》卷五十三《良政传》)。与此同时，秦、汉、魏、西晋的礼、乐、
政、刑等典章和文物也被带到江左，在此基础上东晋和宋、齐、梁、陈的统治相继
建立起来。虽然江左的朝代更迭频繁，诸朝的国运也都短促，但是，除了东晋末年
由于政治腐败而引发孙恩、卢循起义和梁朝末年的侯景祸乱之外[2]，江左相对来说
是比较安定的。所以，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这一地区的精神文明也发展起
来，特别是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些学术文化的成
就，又反过来促使来自中原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改进和发展。 

当时称为凉州的河西走廊，虽然是边远地区，却也保存着传统的汉族文明。秦汉
时期，河西走廊地广民稀。东汉末，仓慈与皇甫隆先后为凉州的敦煌郡太守，他们
“恤理有方”，并教导土著居民制作楼犁，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三国志》卷十六
《仓慈传》及裴注所引《魏略》)。西晋后期，张轨出任凉州刺史，他起用汉族士
人，招纳中原流民，然后兴建学校，选拔贤才，努力发展农业，使凉州的社会状况
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进入经济与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晋书》卷八十六《张轨
传》)。于是，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世族纷纷趋避凉州。伴随着他们的到来，传统的



中原文化和丰富的典籍文物也大量地流向凉州，使西部边陲的河西走廊形成了与中
原地区发展程度接近的文明。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河西走廊先后出现了汉人张氏建
立的前凉、氐人吕氏建立的后凉、河西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汉人李氏建立的西
凉、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凉等政权。 

 
三、少数民族从周边涌向中原 

 
与汉族流民向周边运动相应，原居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地涌向中原或其他地

区，并带入了异彩纷呈的文化。 
从北方草原来到中原的是南匈奴。南匈奴有五部之众，乘八王之乱的机会，在首

领刘渊率领下沿黄土高原南下。刘渊先于西晋永安元年(304年)在左国城(今山西省
离石县北)建王庭，后于永嘉二年(308年)在平阳(今陕西省临汾市西北)建都称帝，
国号为汉(《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西晋在汉国的攻击下灭亡，匈奴部
众及其所率胡、羯、鲜卑、氐、羌、乌桓等六夷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散布开来。    
东晋咸和四年(329年)，刘氏匈奴政权败灭，出身耕奴的羯族人石勒兴起，在前者的
基础上建立后赵政权，定都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晋书》一○四《石勒载记
上》)。石勒以汉族失意士人张宾为大执法，总管朝政。后赵沿用曹魏的九品官人制
度，招引汉族世家入仕；兴办学校，培养文武官吏的子弟；并减轻编户齐民的田租
户调，鼓励生产。为了强化统治，后赵还将数十万汉人及少数民族部众迁徙到襄
国、邺(今河北省临漳县境)、信都(今河北省冀县境)等城的附近。这些措施使黄河
下游地区的经济一度复苏(《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及所附《张宾传》)。 

继匈奴、羯族之后，来自西方的氐族兴起。氐族以世居略阳的苻氏集团最为强
盛，匈奴刘耀曾以其首领苻洪为氐王。咸和八年(333年)，后赵徙关中豪杰及羌戎于
关东，以苻洪为流民都督，率户二万居住枋头(今河南省浚县西南)。东晋永和六年
(350年)，后赵崩溃，进入关东的关陇流民十余万人相率投奔苻洪。此后，苻洪子苻
健统领其众自枋头西人长安，受到关中氐人的响应，遂于永和八年(352年)建立前秦
政权(《晋书》卷一一二《苻洪载记》、《苻健载记》)。到苻健侄苻坚统治时期，
由于信用汉族寒士王猛，留心儒学，整齐风俗，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厉禁奢侈，
前秦一度出现国富兵强、百姓丰乐的升平景象。在此基础上，前秦逐个消灭北方的
割据势力，将整个黄河流域统辖于一(《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卷一一四
《苻坚载记下》所附《王猛传》)。 

淝水之战以后，前秦政权分崩离析。关中的氐族势力大损，羌族继之而起，在渭
北聚集十余万户。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在西州豪族的支持下，羌族首领姚苌于
长安建立大秦政权，史称后秦(《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姚苌之子姚兴即
位以后，东出潼关，据有河东，占领洛阳，成为中原地区的强国。在天水大族尹纬
的辅助下，姚兴免奴为良，立律学于长安，大兴儒学，同时也提倡佛教，使后秦一
度出现文治的昌明气象(《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可惜，姚兴死后，后
秦王室演起内讧丑剧，被东晋大军乘机攻灭。 

随着前秦、后秦的发展，西方的氐、羌等族如潮水般涌入中原。与此同时，也有
不少秦、雍的流民经梁州而徙往益州。进入益州的最大移民浪潮，发生在西晋惠帝
永康元年(300年)。这批流民约有氐人、寅人和汉族民众十余万口，以略阳、天水六
郡为主体，首领是略阳賓人大姓李特兄弟。李特兄弟进入益州，在巴蜀土著的支持
下起兵反抗西晋的残暴统治，于是流民集团转化成为军事集团。西晋太安二年(303
年)年底，李特之子李雄攻占成都。西晋光熙元年(306年)，李雄称帝，建立大成政
权。李雄起自流民，因此为政宽和，事少役希，刑不滥及，致使益州百姓富实，闾
门不闭(《晋书》卷一二○《李特载记》、卷一二一《李雄载记》)。李氏流民政权
立国40余年，使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在蜀汉政权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一大步。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迁徙最为活跃、影响最为广泛的是鲜卑族。鲜卑族成分复
杂，其主要的部族大多兴起于东北的大兴安岭。汉末以降，鲜卑族的各支部族陆续
向西南方向迁徙，先后进入中原。不过，各支部族的迁徙路线并不一致。慕容部先
占据辽河流域，然后进入河北；拓跋部先占据河套以东，然后进入大同盆地；乞伏
部和秃发部则南出阴山，然后西进至河西走廊以南，三者的迁徙路线大体呈现为
“爪”字的形状。 

介于东北与华北之间的辽河流域，在两汉时期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这一地区的
开发主要是在慕容部建立的前燕政权统治时期。前燕统治下辽河流域的人口猛增至



150万左右，达到有史以来人口数量的顶峰[3]。在猛增的人口之中，含有大量的少
数民族，但更多的是来自中原的汉族人民。汉族人民蜂拥来到辽河下游并非偶然，
除了中原战乱的背景和当地利于农业的自然条件外，关键还在于前燕统治者能较好
地处理胡汉关系，推行优惠流民的措施，并且鼓励垦殖，劝课农桑。由于经济实力
的不断增长，文化教育事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慕容部后来进入中原，凭借的就是在
辽河流域积攒下的实力(《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淝水之战以后，慕容
部还在黄河下游建立过后燕、西燕与南燕政权，直到其实力将近耗损完才退回辽河
流域。 

但退回辽河流域的慕容部未能复兴，它的衣钵由汉族冯氏建立的北燕政权所接
续。冯氏统治集团继承了慕容部在龙城附近开展农垦的传统，并且省徭役，薄赋
敛，注重地方守宰的行政能力，还努力发展友好的邦交关系，于是地方经济再度繁
荣(《魏书》卷九十七《海夷冯跋传》)。经过慕容部到冯氏的长期努力经营，奠定
了辽河流域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辽河流域后来成为东北各少数民族陆续与中原交
往的中转站，在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能发挥重要作用绝非偶然。 

鲜卑族乞伏部自兴安岭西侧出发，越阴山南下，沿河套西向，渡陇西高平川(今
宁夏南部的清水河)，翻过牵屯山(在今宁夏固原县西)，到达苑川水流域(今甘肃榆
中县东北)。据《水经注》记载：“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
以自给也。有东、西二苑城，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佛(乞伏)所都也。”(郦道元：
《水经注》卷二《河水注》)苑川水流域被称为“龙马之沃土”，曾是东汉名将马援
屯田的地方。这个地区既适合发展畜牧，又宜于农耕，乞伏部就以此为根据地而发
展起来。淝水之战以后，乞伏部的首领乞伏国仁招集部众十余万口，成为陇西的一
支重要军事势力。乞伏国仁死后，其弟乞伏乾归率部众迁往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
北)。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年)，乞伏乾归尽有陇西之地，自称秦王，史称其政权为
西秦。东晋隆安四年(400年)，乞伏乾归迁都苑川。乞伏乾归死后，子乞伏炽磐即
位，迂都袍罕(今甘肃临夏市)。乞伏炽磐在位时期四出攻掠，使西秦国力达到最强
盛的地步(《魏书》卷九十九《鲜卑乞伏国仁传》)。由于乞伏部的频繁活动，苑
川—金城—袍罕之间兴旺了将近半个世纪。 

鲜卑族秃发部原是拓跋部的支系，三国时期从塞北迁到河西，因此被称为河西鲜
卑。在首领秃发乌孤时期，建筑廉川堡(今青海乐都县东)，并以此为政治中心。隆
安元年(397年)，秃发乌孤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后改称武威王，徙都乐都
(今青海省乐都县)。秃发乌孤死后，其弟利鹿孤统领部众，徙都西平(今青海省西宁
市)，于隆安五年(401年)改称河西王。利鹿孤死后，其弟傉檀统领部众，再从西平
迁回乐都，改称凉王，史称南凉(《魏书》卷九十九《鲜卑秃发乌孤传》)。秃发部
不断地迁徙，既因外部的形势所致，又与其习俗有关。不过，秃发部迁徙的范围主
要限于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而且渐渐趋向定居。除了放牧以外，秃发部也从事农
业生产。南凉立国时间不到20年，但是为湟水流域的开发做出了贡献。 

鲜卑族中最值得重视的一支部族是拓跋部。拓跋部原本在大兴安岭的嘎仙洞(今
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境)附近从事射猎[4]，在陆续兼并大量游牧部落后形成
为强大的军事部落联盟。曹魏时期，拓跋部进入漠南草原，在河套东部的盛乐城(今
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建立根据地。此时，拓跋部控弦之士已有20余万。拓跋
部与中原的曹魏政权实行和亲政策，和亲政策为漠南赢得了相对安定的局面，盛乐
这座汉代的军事城堡也由此而发展成为漠南的中心。永嘉之乱以后，西晋的势力被
迫往南退缩，拓跋部则往东南发展，曾挺进到并州一带(《魏书》卷一《序纪》)。 

漠南安定的时期，正是中原动乱之际。因此，大批中原地区的汉人和大量被称为
杂胡的各类少数民族，来到盛乐附近定居谋生，其中甚至有晋朝官僚的中下层分子
(《魏书》卷二十三《卫操传》、《莫含传》)。汉人与杂胡来到盛乐附近，使河套
地区的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河套地区地势平坦，水网交错，便于
灌溉。特别是盛乐所在的河套东部，由大青山麓向南伸展成开阔的土默特川，如今
也称呼和浩特平原。黄河的支流大黑河、浑河等流淌其间，土壤肥沃，利于牧草与
农作物生长。因此，盛乐附近的牧业与农业都发展起来，而拓跋部的势力也就愈加
地强盛。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拓跋部帮助晋朝将领刘琨攻破活动在并州的白部和
铁弗等部落，其首领拓跋猗卢被晋怀帝封为大单于、代公(《魏书》卷一《序
纪》)。此后，拓跋部在盛乐附近的漫长岁月里逐步走向定居生活。代王什翼犍在位
的时候，拓跋部达到鼎盛时期。但是，太元元年(376年)，拓跋部遇到了更加强大的
前秦苻氏政权的进犯，而此时内部又发生动乱，在内外夹击之下拓跋部落联盟解体



了，漠南的发展停滞下来。 
 

四、文明在播散与融会中升华 
 

前秦在淝水之战以后崩溃，拓跋部得以再兴。北魏登国元年(386年)，什翼犍之
孙拓跋珪重组拓跋部落，建立北魏王朝。随后，北魏以盛乐为据点向东南发展。皇
始元年(396年)，拓跋珪称帝，是为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北魏建都于平城(今
山西省大同市境)。此后，道武帝实行离散诸部政策，促使部落联盟迅速解体，并推
行一系列仿效汉族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政策，将平城政权推进封建社会的门槛
[5]。 

以平城为中心的大同盆地原本是十分荒凉的边郡之地。大同盆地的四周为崇山所
环绕。在祟山之中，关隘与险峰重叠，断崖与峻岭错落，成为盆地与其周围地区相
阻隔的天然屏障。这样的地形既利于政治上的统治，又便于军事上的攻防。当政治
形势比较稳定的时候，区域性经济就能很快地繁荣。北魏定都平城后，这里成为拓
跋王朝重点经营的地区，从北方各地往大同盆地迁徙了大量的人口，仅道武帝统治
时期的徙民就有150余万之众[6]。由于大量徙民，大同盆地的民族构成日趋复杂，
其中既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拓跋部和其他游牧部族，也有从中原各地强行迁来的汉族
和汉化较早的各农耕少数民族。在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下，大同盆地的农业、牧业
和手工业迅速地发展，进入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应该看到，大同盆地开发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在这一局部地区创造的社会
经济价值。因为，凭借北魏王朝建都于斯的历史契机，平城走到了时代的前列，在
将近一个世纪中成为整个北方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开发大同盆地的共同劳动中，
汉族与北方各游牧民族通过生产经验与技术的交流而增进了民族感情。更为重要的
是，随着北方的逐渐统一，大同盆地成为吸附与容纳来自四面八方的民族与文化的
大熔炉，平城则成为融会那个时代的各式文明的中心。 

还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汉末长安、洛阳被战乱夷为废墟之后，整个北方的文化中
心逐渐地向东转移。曾在北方相继称雄的袁绍和曹操，就都将建立霸业的根据地置
于黄河下游的河北之地。在永嘉之乱以后出现的十六国时期，河北地区处于汉化较
深的羯族和鲜卑族慕容部的统治之下。大量汉族人口被留居于此，内迁的胡人渐渐
地被同化。经过多年的经营，这一地区的经济慢慢地复苏，进而形成以邺城一中山
为轴心的新的汉文化中心地区。而这个新的汉文化中心的显著特点，则是寓学术文
化于家学之中。 

由于汉族的中央集权统治在不断的战乱中被摧毁，朝廷掌管的文化设施和学校也
屡遭劫掠，因此原本由太学博士承传典章与文化的官学途径渐归中断，代之而行的
则是父子嫡亲世代相传的家族承传文化的形式。这样，汉族传统的典章制度与学术
文化就主要地掌握在若干大的家族手中，从而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特有的家学
现象[7]17-21。这些大家族便利用掌握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的特权，占据上层建筑
与思想意识形态，达到世代冠冕仕进的目的，形成为这一时期所特有的门阀世族。
在河北地区，传统的汉魏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主要由清河崔氏、渤海高氏等世家大
族所承袭。 

北魏平城政权建立不久就占有了河北地区。作为河北世家大族代表的崔浩、高允
等人先后出仕魏朝，他们向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等统治者介绍汉族传统文明的
精华，并以汉魏典章为蓝本，为北魏王朝制礼作乐，孕育起一整套汉化的制度(《魏
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卷四十八《高允传》)，引领平城政权沿着汉化的轨道发
展。同时，经过北魏前三朝的不断东征西伐，太武帝终于统一北方，结束西晋末年
以来的十六国割据局面。于是，从长安、洛阳播散到周边各地的传统文化，经过一
番曲折的途径以后，又都从周边各地汇拢起来，与平城正在孕育的汉化制度与文物
撞击到一起。 

北魏太延二年(436年)，北燕被北魏大军攻灭。北燕的大量人口和物资被迁徙到
平城，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北魏统治集团的执政者或中坚，如北魏史上著名的政
治家文明太后就是北燕国王的孙女(《魏书》卷十三《皇后·文成文明皇后冯氏
传》)。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攻灭凉州的最后一个地方政权北凉。战后，被征
服的河西走廊的文物与士人大多被迁徙到平城，保存在河西的汉魏典章制度和学术
文化也随而东迁[7]1-3。于是，在平城出现了来自东、西两方的文明融会为一体的
高潮。在此前后，相继卷入平城文明融会高潮的还有荆州、益州、漠南、苑川以及



湟水流域等地区的文明。而这些地区的文明，包含了由众多少数民族输入的大量成
分复杂的营养。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参与这场文明融会高潮的，虽然以汉族文明为主体，但是早
已不同于汉魏传统的汉族文明。这是因为，当年播散到周边地区的汉族文明，都已
不同程度地吸收与融合了所在地区的各民族的文明。来自河北的文明含有匈奴、羯
族和鲜卑慕容部的文化因素，来自河西走廊的文明含有氐、羌以及鲜卑秃发部的文
化因素，来自荆州的文明含有蛮、越文化因素，来自益州的文明则含有巴蜀的文化
因素。至于来自漠南、苑川以及湟水流域的，更是浓郁的异族文明。上述种种的文
明，一旦被熔于一炉，传统的文明就升华了，不但内容丰富，而且精神清新。经过
升华的文明一直传续到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统治时期，为他们在太和年间全面地推行
改制运动奠定了基础。 

太和年间(477—499年)的改制是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在内的
一场大规模的汉化运动。仅仅从北魏的角度来看，太和改制是平城时代以来的汉化
运动的总结，也就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北方各民族汉化运动的总结。但是，从整个
中华文明发展的广阔历史背景来看，太和改制的意义就不仅限于此了，它实质上是
中国北方广阔范围内大都参与的一次波澜壮阔的弘扬中华文明的运动。因为，太和
改制的内容虽然仍以汉族文化为主导，实际上却远不限于秦汉时代的旧的汉族文化
传统内容，而是包含了由众多少数民族输入的，大量成分复杂的营养[8]。 

不过，此时的大同盆地，作为平城政权的躯壳，不再能够适应统领整个北方社会
发展的需要了。特别是孝文帝时期，当统治机制向高度中央集权统治发展的时候，
偏僻而局限的大同盆地终于成了束缚拓跋政权的围栏。如不冲破这一围栏，北魏王
朝就会像淝水之战以后兴起的诸多部落国家一样，不过是一个割据一地、兴盛一时
的所谓偏安政权而已。与此同时，中原的社会状况已经安定下来，中原的经济迅速
地恢复和发展起来，而中原各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流也进入了高潮。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之下，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年)将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9]。 

与太和改制同步进行的迁都壮举，也可以视为太和改制中的一项重大措施，它使
融会于平城的文明潮流随而涌向洛阳。这就不仅使洛阳恢复了昔日的繁荣景象，而
且取代长安成为中华的中心[10]。非但如此，源自中原而在江左的东晋、宋、齐各
朝发扬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也随着南北士人的交往而互传，从而形成为南北文
化不断地交流融会的生动态势。于是，在平城升华的文明得到再次升华。北魏洛阳
时代的辉煌阶段，实际上只是孝文帝迁都后的5年和宣武帝朝的15年。政治平稳和经
济发展的时期虽然仅仅20年，却造就了“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天下难得之货
咸悉在焉”的鼎盛局面(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当时的洛阳，不
仅是拓跋王朝的中心，而且是天下的中心。20年的时间只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瞬
间，却确定了中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方向，成为中国历史由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
乱时代向隋唐的统一兴盛时代过渡的关键时刻。 

宣武帝以后的孝明帝等六朝是北魏洛阳时代的后期，这是北魏王朝迅速滑坡的时
期。在孝明帝朝，胡太后两次临朝称制，试图实行改革，其效果却与孝文帝改革的
成就迥然相异，并成为北魏末年系列战乱的引子。这是因为，北魏太和年间的文化
改制运动还不足以囊括北方所有的地区。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由于国策南倾，冷落
了旧都平城及其附近的北镇地区，致使那里的经济状况与迅速繁荣的洛阳形成新的
反差。政治的矛盾、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往往与新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纠缠在
一起，终于激化为六镇之叛及随后的一系列暴动[11]。 

洛阳的繁荣不仅是北魏平城时代文明积累与转移的成果，而且是汉末以来各族人
民创造的文明经播迁与升华的结晶，但是更多地享受成果与结晶的则是北魏的统治
集团。所以，繁荣的洛阳也成了北魏统治集团迅速腐败的温床，而统治集团的腐败
则是洛阳政权衰败的催化剂。北魏政权终于在内耗与外争中分裂成为东魏和西魏，
不久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 

北魏分裂以后，北方社会又经历了东、西政权间的战争，洛阳再次毁于无情的战
火，人民再次流离，社会再次变革。但是，北魏的一分为二，与西晋的大分裂具有
本质不同的意义，它是对经过两番升华而形成的文明的咀嚼与消化，是建立更加巩
固的统一政权的前奏。东魏—北齐相继承袭了北魏洛阳时代建立起来的礼、乐、
政、刑等典章制度和学术文化，西魏—北周则熔胡、汉习俗为一体，创立了适应当
时社会结构的府兵制度。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攻灭北齐，统一北方。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的典章



制度与学术文化结合起来，构建成隋唐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的基础。江左又经历了
梁、陈二朝，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也不断地曲折而持续发展。开皇元年(581年)，
隋朝取代周朝，定都大兴(今陕西省西安市境)。开皇九年(589年)，隋朝攻灭陈朝，
统一全国。此后，江左的文明被大规模地输送到北方，与中原的文明充分地融汇、
结合。这样，已历两度升华的传统文明，又迎着新时代的曙光，升华成为代表境内
更加广泛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明。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的外迁与草原民族的内徙，引起了汹涌蓬勃的民族融合
和文化交流运动，这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且使古老
的传统文明具有了强劲的新鲜活力。处在秦汉和隋唐两大统一帝国之间的魏晋南北
朝，是中国历史中承上启下的时代，它与大一统的时代同样辉煌、伟大。经过雷鸣
电闪的考验，中华文明被风雨刷洗得更加绚丽多姿。当云散天晴之时，在划破长空
的七色彩虹映照下的便是文明昌盛的隋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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